
　 历史演化论的本土资源∗ ①

———论清代儒学的历史哲学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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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清儒学的思想演进为强调历史演化的历史哲学提供了发

展空间。 清代儒学着力于批判理学中超验存在的 “理”, 强调 “道” 蕴于具

体事物之中。 具体事物并非超时间的存在, 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基于

具体事物的 “道” 因此也具有变化的可能性, 从而为 “道义在历史中” 的

历史演化论提供了理据。 章学诚以 “道不离器” 的气一元论为其历史思想

的哲学基础, 提出了 “道” 存在于历史之中的历史演化理论。 强调实践的

清代今文学派的历史进步学说比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 说更进一步, 发展

出历史进步论, 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奠定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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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思想界, 伴随着救亡图存的呼

声, 历史进步论异军突起, 成为主流思潮之一。 在一般观点看来, 中国思想

界出现历史进步论的倾向, 同严复翻译赫胥黎的 《天演论》 有关。 严复将

这种强调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引入中国,
尤为适应处于亡国灭种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需求。 然而, 一种外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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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2023 年度校级课题 “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

播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研究” (2023QN048)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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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本土的兴起, 往往有赖于本土已有的思想倾向,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

方思想的引进是有选择性的。 因此, 将历史进步论与中国传统思想割裂开

来, 是难以展现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真实面貌的。 明清儒学的思想演进, 已

经为强调历史演化的历史哲学提供了发展空间。 本文力图从整个清代儒学的

演变来考察历史进步论兴起的思想土壤。

一、 历史循环论: 模仿自然秩序的政治秩序

无论是在东方文明还是在西方文明中, 历史循环论都曾是长期统治其

历史哲学的主流。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 (也译作卡

尔·雅斯贝斯) 曾对 “是古非今” 的历史循环观念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其

中包含的三层含义。 其一, “我们领悟到了万事万物的生成和湮灭、 消逝和

自我轮回, 都是无限时间中的无限过程, 而且都是一种机遇, 它在整个时

间中是毫无意义的。 从这种观点来看, 就无所谓什么精确的历史了”,① 这

指出了历史的无意义处。 其二, “若从生命过程来看, 人只不过是动物的一

种。 人散居在整个地球表面上, 这是别的生命形式所没有的现象”,② 这说

明古典思想尚无法将社会生活规律和自然规律区分开来。 其三, “从整体看,
人类是一个生命过程。 他生长、 开花、 成熟, 然后就衰老、 死亡。 人们认为

这不仅是人类的过程, 同时也是人类文化 (前后、 左右) 多重的过程”,③

这指出了在古典思想中, 社会生活受到 “命” 的不可控因素制约, 因此人

类实践的作用有限, 如同生老病死等现象无法完全被人左右一样。
由此可见, 由于古典时代建立在生产力低下的经济基础之上, 农业社会

受到自然的制约, 生活在其中的人类难以控制自己的命运, 故而认为社会生

活规律和自然规律是同一的且都受不可控因素制约。 这样的认知加上静态的

自然观正是历史循环论的根源所在。 在历史循环论看来, “道” 不存在于历

史之中, 而建基于自然之上。 这种观念不是中国古典思想独有的, 在西方古

典思想中同样存在。 古希腊思想中的历史观念也认为历史是生生灭灭不断循

环往复的, 古典基督教思想强调的神意不可测和未来世俗世界的突然毁灭也

否认了进步的存在。 正如洛维特指出的, “如果 《圣经》 和希腊人关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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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卡尔·雅斯贝斯: 《论历史的意义》, 赵鑫珊摘译, [英] 汤因比等著, 张文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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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在某个地方是一致的, 那就是在没有进步的幻觉方面”。① 在古希腊

政治哲学中, 也几乎没有历史的位置。 例如, 亚里士多德在 《政治学》 中

强调城邦由于自然而存在。 有学者曾就此指出: “希腊人对目的和手段关系

的把握不是过程性的和时间性的, 而是空间性的……这是一种 ‘当下的目的

论’, 理想无需被推到遥远的地平线上, 而是当下可致的。”② 甚而直到西方

近代, 如霍布斯、 洛克等思想家的自然法和自然状态学说虽富有近代市民社

会的特征, 但仍然将自然状态视为自古以来的状态。 直到卢梭在 《论人类不

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中, 才将自然状态和历史联系起来。
中国古典思想也常常将 “道” 和自然秩序相关联, 但是和西方相比有

所不同。 先秦儒家向来不主张将形而上的 “道” 与形而下的 “器” 分离,
而是强调 “道” 和人伦日用的密切关联, 因此更为强调人的能动作用, 这

就为在道义和历史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 在宋明理学兴起之

后, 儒家不再引重汉代儒学中具有人格化特征的 “天”, 而是转向了抽象

的、 具有形而上色彩的 “理”, 而 “理” 具有超历史的特质。 朱熹认为,
“未有天地之先, 毕竟也只是理, 有理, 便有这天地”,③ 并且认为 “理” 不

依赖人的感性而存在、 不依赖社会而存在。 因此, “理” 是超验和超感性

的, 自然不依赖时间而存在, 社会的变迁亦不能改变 “理” 的含义。 “理”
更类似于一种模仿自然秩序的道义论, 理学和 “道义在历史中” 的历史哲

学不能相容。

　 　 二、 “道义在历史中”: 章学诚对历史演化理论的开

拓和范式局限

(一) 气一元论与历史演化思想的关联

人类道德和政治理想的 “道” 与历史究竟是何关系, 这在东西方哲学

中都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古代思想中, 既有将 “道” 超时间化、 永恒化的

思想 (如柏拉图的理念论) , 也有将 “道” 放置在具体情景中呈现进而重

视历史环境的思想。 例如, 儒家思想强调形而上的 “道” 与人伦日用不可

分离, 因而强调道义在历史过程中呈现的必要性。 后一种思想虽然重视历

史, 但是毕竟未将 “道” 的根源归为历史。 本部分所说的 “道义在历史

中” 是近世以来的一种历史哲学倾向, 它强调道义的内容应该由具体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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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卡尔·洛维特: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 李秋零、 田薇译,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

版, 第 246 ~ 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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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士毅编, 徐时仪、 杨艳汇校: 《朱子语类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 ~ 2 页。



史环境决定。 本文谈论的 “历史演化论” 指的也是一种强调 “道” 随着历

史变迁而变迁的哲学思想 (并非简单地强调事物的历史变迁)。① “道义在

历史中” 的历史哲学首先在近代西方兴起, 因此在很多西方思想家眼里,
历史演化论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西方近代文明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古希伯

来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相结合的产物, 洛维特认为, 西方近代历史哲学深受

这种基督教 - 希腊文明结构的影响。 基督教末世论的历史神学本与世俗社

会中的历史哲学无关, 在近代西方却和希腊文明中的现世取向结合起来,
形成了 “把自己对一个 ‘更好世界’ 的希望寄托在物质创造和物质福利之

上的 ‘基督教世界’”,② 进而产生了以终极实现为导向的历史进步论。 总

之, 在洛维特看来, 历史进步论是基督教末世天国观念和世俗化人文观念

相结合的产物, 而在中国文化中很显然未曾出现这样的末世论主张, 所以

难以出现历史进步论的历史哲学。 韦伯认为, 儒学是众多思想中和现世最

为亲和的。 他指出, “那种把对现世的紧张关系, 无论在宗教对现世的贬

低还是从现世所受到的实际拒绝方面, 都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意图上) 理

性的伦理, 就是儒教”, 在儒家看来, “现世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

界”。③ 儒家与现世的亲和的特点则与演化论的历史哲学存在矛盾。
笔者认为, 从上述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得出中国思想 (尤其是儒学) 缺

乏演化论的历史哲学的结论, 这一推论过程的问题在于, 它将儒学视为一种

统一的、 固定的思想传统, 因此忽视了儒学内部不同的流派和演变规律。 从

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来看, 儒家似乎确实排斥一种道义在历史之中的历史哲

学, 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哲学的各种要素都与历史演化论不相容。 尤其在清

代, 随着汉学外表下的气一元论哲学的兴起, 儒家哲学对待历史的态度发生

了转变。 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曾指出, 西方哲学在 16 世纪时转向

历史, 是为了从超验的规范或理性中挣脱出来, 如培根就主张用归纳的方法

总结历史规则, 并以之指导实践, 进而顺应历史规则。④ 在明末清初以后的

气一元论思想家的思想中, 存在着与此相似的转变。 他们尤其着力于批判理学

中超验存在的 “理”, 而把 “理” 归为事物之中的 “条理”(如戴震哲学), 强

调 “道” 蕴于具体事物之中。 而具体事物包含了人类社会事物, 显然不是超

时间的存在, 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基于具体事物的 “道” 因此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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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可能性, 从而为 “道义在历史中” 的历史演化论提供了理据。
在明末清初, 黄宗羲虽继承了王阳明、 刘宗周一脉的心学思想, 但其思

想相较之前着力向内的心学已有明显不同。 他主张 “心无本体, 工夫所至,
即其本体。 故穷理者, 穷此心之万殊”,① 体现出同之前心学重视 “本体”
的差异。 黄宗羲重视 “工夫” 甚于 “本体”。 钱穆指出, “从来言心学多讲

本体, 而此则重工夫……从来言心学多重其相同, 而此则变言万殊”。② 黄

宗羲虽然仍在心学一脉中, 但他强调 “即体即用, 即工夫即本体”。③ 这说

明黄宗羲认为义理应该源自气质, 因此反对空谈心性, 反对凭空探求本体。
这使他的思想和气一元论有了很多共通之处。 黄宗羲更是明确地指出, “器

在斯道在, 离器而道不可见”。④ 当 “道” 和 “理” 都不再是超验的、 教条

的本体存在时, 实际上就承认了历史演变的可能性, 因此黄宗羲将历史与经

学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不为迂儒, 必兼读史。”⑤ 作为浙东学派的奠基

人, 黄宗羲的这种思想倾向直接影响了章学诚。
不 “离器言道”、 重视历史的思想特征不是黄宗羲独有的, 而是普遍存

在于同时期思想家的学说中。 与黄宗羲同时代的王夫之也鲜明地指出, 没有

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的 “道”。 他提出: “天下惟器而已矣, 道者器之道,
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⑥ 王夫之还提出, 作为 “器” (具体事物) 的规

律的 “道”, 不仅涉及认识论, 而且和实践密切相关, 对 “道” 的认识是人

实践的结果, 他认为 “无其器则无其道……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 未有弓

矢而无射道, 未有车马而无御道”。⑦ 王夫之反对 “泥古过高, 而菲薄方今

以蔑生人之性”。⑧ 清初以强调实践著称的颜元主张不能抽象地看待人性,
认为人性是变动的、 待塑造的。 颜元主张通过主动塑造环境来改造人心, 使

人心人性达到理想的境地。 他强调: “人心动物也。 习于事则有所寄而不妄

动, 故吾儒时习力行, 皆所以治心。”⑨ 清中叶的戴震主张儒家的 “道” 是

从人情欲望中产生的, 而不是从超验的 “理” 这种教条中诞生的。 无论是

王夫之、 颜元还是戴震, 他们的思想主张虽有所不同, 也未必有思想上的交

流, 但都秉持 “气” 的哲学主张, 反对 “离器言道”, 从而为清代儒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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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哲学基础。 而在气一元论儒学基础上, 第一次系统地

论证 “道义在历史中” 的历史哲学的则是章学诚。
(二) 章学诚带有时间维度的存在论及其对戴震思想的扬弃

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 说可以称得上是清代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论断之

一。 笔者认为, 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 说是以黄宗羲为宗师的浙东学派不

“离器言道” 的哲学发展的结果, 同时也体现了清代强调 “道不离器” 的气

一元论哲学的普遍特征。 在气一元论哲学中, “气” 的客观实在是本体, 它

包含了人伦日用、 社会事物。 正如前文所述, 儒家从诞生伊始就不同于抽象

的形而上学, 儒家的 “礼” 和 “道” 是从人伦日用中总结出来的, 气一元

论的兴起恢复和丰富了儒家重视人伦日用的特点。 而人伦日用和社会事物是

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改变的, 三代之社会与清代中国之社会自然有着巨大的

差别, 因此, “气” 具有历史性, 气一元论的兴起为演化论的历史哲学的产

生奠定了基础。 章学诚的思想体系与戴震和颜元两位气一元论思想家的思想

体系有共通之处, 同时也有所差异。
章学诚和戴震是清中叶乾嘉时期思想界的巨擘。 钱穆指出, 章学诚的学

说是受戴震的 《原善》 启发而产生的。① 倪德卫也指出: “戴震像章学诚

(和 《易》) 一样, 在 ‘人伦日用’ 中体察道的本质。”② 章学诚对宋明理学

的批判采用的正是气一元论的理路:
第其流弊, 则于学问、 文章、 经济、 事功之外, 别见有所谓 “道”

耳。 以 “道” 名学, 而外轻经济事功, 内轻学问文章, 则守陋自是,
枵腹空谈性天, 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③

章学诚否认理学中脱离实际事物的 “理”, 显然受戴震影响。 他在理气

学说方面高度赞同戴震的气一元论, 他评价戴震的哲学著作道:
及戴著 《论性》 《原善》 诸篇, 于天人理气, 实有发前人所未发

者; 时人则谓空说义理, 可以无作, 是固不知戴学者矣。④

章学诚在系统论述其历史哲学的 《原道》 中, 也明确提出了气一元论

的观点, 认为 “天著于人, 而理附于气”。⑤ 他认为儒家的理论和伦理皆须

从人伦日用的实际需要出发, 而绝非如宋儒那般, 将超验的 “理” 和 “道”
置于人的实际情感和需要之上。 因此, 他在对 《周易》 中的名句 “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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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的解释中认为 “道不离器, 犹影不离形”,①

进而认为在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上, “道” 是 “器” 的结果——— “道者, 万

事万物之所以然, 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② 他还将 “理” 比作水, 事物

比作 “器”, 和宋儒的比喻正好相反。 正因为 “道” 是由 “器” (或曰

“气”) 决定的, 所以章学诚反对脱离 “器” 而抽象地谈论 “道”: “夫天下

岂有离器言道, 离形存影者哉? 彼舍天下事物、 人伦日用, 而守六籍以言

道, 则固不可 与 言 夫 道 矣。”③ 可 见, 章 学 诚 强 调 气 一 元 论 及 “ 道 ” 由

“器” 所生、 反对 “离器言道” 的基本主张和王夫之、 颜元、 戴震等的气一

元论思想都是一致的。
然而, 章学诚对戴震的超越在于, 他认为 “器” 是在历史中不断变化

的。 戴震虽高举人情欲望的旗帜, 却将人情欲望视为超历史的、 千古不易的

存在, 认为儒家经典中的义理无论对哪个时代都是适用的。 因为戴震把对儒

家五经义理的学习视为从 “自然” 走向 “必然” 的过程, 所以作为汉学的

代表, 他孜孜于通过训诂的研究来参透五经中的义理。 而章学诚在 《文史通

义》 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

理,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④ 因为六经建立在先王时代的 “器” 的基础之

上, 是先王基于当时的人伦日用进行政治实践的记录, 所以章学诚对六经的

另一个定义是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不赞同戴震通过对五经的研习来追

求 “道”。
章学诚敏锐地指出, 随着时代的变迁, 不同时代的 “器” 也不同。 既

然 “道” 是依托 “器” 而存在的, 那么随着 “器” 的变迁, 就不可以拘泥

于以往的 “道”。 因此, 章学诚认为, 以戴震的皖学和惠栋的吴学为代表的

汉学通过训诂来探求五经大义的做法是错误的。 他批判道, “学者但诵先圣

遗言, 而不达时王之制度, 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 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
不复计其实用也。 故道隐而难知”。⑤ 章学诚肯定了儒家因时而变的传统,
认为 “ 《传》 曰: ‘礼, 时为大。’ 又曰: ‘书同文。’ 盖言贵时王之制度

也”。⑥ 而三代的君主, 正是因时变易的典范, 这是因为 “夫三王不袭礼,
五帝不沿乐。 不知礼时为大, 而动言好古, 必非真知古制者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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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章学诚的理论已经发展为一种历史主义的理论。① 这种历史主

义的理论的哲学基础正是气一元论, 即 “道” 依托 “器” (人伦日用、 社会

状况) 而 存 在。 而 “ 器 ” 处 在 不 断 变 易 之 中, 因 此 “ 道 ” 是 历 史 中 的

“道”。 儒家传统经学的意义在章学诚的理论中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 章学

诚认为, 不应当孜孜于在五经中寻求不可变易的大义。 五经不再是 “道”
的根据, 对当下的人而言, 五经只具有借鉴意义而不再是终极依据。 五经之

所以有借鉴意义, 是因为它们是先王根据当初的人伦日用 (“器”) 而进行

的政治实践的记录, 可以启发当下的人根据当下的 “器” 进行当下理想的

实践。 然而, 对当下的人来说, 更重要的是探求当下社会的人伦日用状态,
只有以此为基础, 才能进行当下理想的实践。 因此, 章学诚认为, “故无志

于学则已, 君子苟有志于学, 则必求当代典章, 以切于人伦日用”。② 而只

研习五 经、 不 探 求 当 代 的 学 者, 其 弊 病 根 源 在 于 不 依 据 “ 器 ” 而 空 谈

“道”, 即 “舍器而求道, 舍今而求古, 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 皆不知

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③

“道” 随历史而变迁, 带有规范性质的 “道” 是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

活状态决定的。 这正是章学诚的历史哲学的本质所在, 也是气一元论逻辑的

发展结果。 戴震虽高张人伦日用, 却拘泥于五经的规范; 颜元虽强调实践,
却仍固守三代的古制。 这些都是气一元论未臻成熟的表现, 而气一元论的历

史主义维度在章学诚处终于得到系统的阐述。
同时, 章学诚的历史哲学给许多儒学观念带来了冲击, 以五经为代表的

儒学经典的地位, 在章学诚的理论中第一次被动摇了。 对儒家而言, “道不离

人伦日用” 本是其准则, 人伦日用应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生活中展开, 自孔子

以来, “道” 本身就要在历史中得以呈现。 但是, 在章学诚所处的时代, 随着

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与当时社会生活的脱节越发明显, 颜元、 戴震等思想

家已意识到要摒弃理学言道的空疏教条, 力图重新将 “道” 与人伦日用关联

起来, 但他们皆以各自的方式墨守五经, 认为五经依然适用于当下, 这导致他

们各自思想中的张力, 而章学诚冲破了这层张力。 在章学诚看来, 儒家最基本

的要义是 “道不离器”, 所以儒者的要务在于切合当下的人伦日用。 五经背后

依托的 “器” 是三代先王时代的人伦日用, 不能切合当下实际, 所以五经中

的 “道” 不具有超历史的意义, 这就否认了五经是后世的圭臬。 这也意味着,
章学诚不再止步于 “道义在历史过程中呈现” 的先秦儒家准则, 而进一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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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道” 从具体社会状况中产生, 变化的历史环境使 “道” 不断涤故更新。
这对晚清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接纳西方思潮意义重大。

章学诚以 “道不离器” 的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 将气一元论背后的历

史演化维度充分发挥, 提出了一种 “道” 存在于历史之中的历史哲学理论,
并对后世的龚自珍、 章太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说明历史演化的理论并不

是简单地通过严复翻译 《天演论》 由西方传入中国的, 而是在乾嘉时期的

中国思想中就已经内生。
(三) 缺乏实践要素的历史演化论: 古文经学与章学诚历史演化理论的

消极层面

不过, 从另一个角度看, 在章学诚所处的时代, 虽然今古文经学之争尚

不引人注目, 但章学诚的立论尤其是他对周公与孔子角色和地位的看法是站

在古文经学一边的。① 而清代古文经学的 “殿军” 章太炎对章学诚有颇多继

承之处。 自西汉以来,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孔子和周公

的地位。 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六经的作者, 六经中都是孔子改制立法的微言

大义, 并将孔子视为有圣王之德而无位的素王、 立法者, 今文经学派相对而

言较为轻视孔子和三代文化的联系。 而古文经学认为周公是六经的作者, 孔

子则 “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② 只是古代典籍的整理者和传授者, 因此在

古文经学派看来, 周公是先圣, 孔子只是先师, 古文经学强调孔子和三代文

化的紧密联系。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在汉代进行过激烈的争论, 各有支持自

身观点的证据, 但孰真孰伪, 谁代表着孔子的真意, 都难以辨明。 东汉后期

大儒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 今文经学为辅遍注群经, 之后古文经学逐渐成为

主流。 众所周知, 今文经学在清代中后期由常州学派重新发扬光大, 到了清

末,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再次被点燃。 笔者认为, 清代的今古文经学

论争不只源于对待儒学经典态度的差异, 其背后实际上是哲学基础和政治观

点的差异。 不过,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并不是简单的互斥关系, 而是在论战

中存在思想的扬弃。
章学诚实际上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古文经学的合理性, 而他正是

从气一元论的本体论出发来论证的。 章学诚强调 “道不离器”, 反对形而上

地、 抽象地谈论 “道”, 认为 “道不可以空铨, 文不可以空著”。③ 因此, 假

使真如今文经学所言, 六经是所谓孔子改制的微言大义, 而孔子只是有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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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人, 那么, 六经就成了空洞说教, 就是在形而上地谈论 “道” 了。 正

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之上, 章学诚实际上论证了古文经学的正当性, 他认

为, “非夫子推尊先王, 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 夫子本无可作也。 有德无位,
即无制作之权。 空言不可以教人, 所谓无征不信也”。① 因此, 他强烈地批

判汉代今文经学的抽象论道, 认为其走入了神秘主义: “然则欲尊孔子者,
安在援天与神, 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② 章学诚之所以强调六经是先王的

政典, 强调 “官师合一”, 是因为在他看来, “道” 不能离开 “器”, “道”
只能是在 “器” 的基础之上进行实践的结果。 只有周公等先王是 “有德有

位” 的, 因此也只有他们才享有实践的机会。③

基于此, 笔者认为, 章学诚用来论证古文经学合理性的主要哲学概念是

实践, 显然, 章学诚在这里除了批判性地借鉴戴震哲学, 还暗合了清初颜元

的实践学说。 颜元从气一元论出发提出的实践学说认为, 所有的学术和思想

都必须以实践为依归。
颜元的实践学说着力于批判一味钻研书本学问的路径, 甚至于反对读

书。 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 说和颜元的这一观点相似, 即首先反对从经典

中演绎出形而上的道理, 继而利用 “六经皆史” 说来反对今文经学和理学。
章学诚认为, “古人以学著于书, 后人即书以为学”,④ 他对儒学的古今之变

的看法和颜元十分相似。 颜元的思想处处讲究实学、 实效, 强调学问必须落

在实效, 章学诚也反对空谈性命, 主张学问须见诸实事实效。 章学诚提出:
“治见实事, 教则垂空言矣。 后人因三子之言, 而盛推孔子, 过于尧、 舜,
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 于是千圣之经纶, 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⑤ 由此可

见, 章学诚基于重视实践的思想论证 “官师合一” 的重要性, 进而强调六

经是有德有位的、 有政治实践机会的先王的作品。
然而, 章学诚既然将他的 “六经皆史” 的观点发展为一种演化论的历

史哲学, 那么也就意味着他的学说和颜元的实践学说有相当大的差异。 前文

已经指出, 颜元的实践学说是超历史的, 主张无论何时都应以六经中的礼乐

实践为依归。 但是, 章学诚认为礼乐实践是被当时的 “器”, 即当时的社会

生活状况决定的, 因此随着时代推移, 旧的礼乐制度不再适用, 必须根据新

的社会状况制定新的制度。 这种歧异体现出章学诚的理论相较颜元的实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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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进步, 章学诚敏锐地发觉, 在气一元论的哲学前提下, 既然 “气” 不

同于超验存在的 “理”, 那么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就是不可忽视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 章学诚虽然基于实践学说论证了 “官师合一” 的重

要性, 但他的思想调和了同具气一元论倾向的颜元哲学和戴震哲学, 这使其

历史哲学理论中的实践的意义被大大削弱了。 在颜元的思想中, 实践具有革

命性的意义, 因为在颜元看来, 人性是可以被塑造的, 实践不是顺应人性而

是锻造人性。 颜元之所以主张 “以礼学代理学”, 是因为他在以 “礼” 为代

表的实践中看到了塑造人性的希望。 相较而言, 戴震哲学强调人本身的性情

欲望, 主张规范人性并使之从自然走向必然。 章学诚则在 “道不离器” 方

面继承了戴震思想, 正是这种对戴震自然人情论思想和颜元实践思想的调和

使实践的作用在章学诚处发生了改变。 尽管在章学诚看来, “道” 来源于实

践, 但与颜元实践思想正好相反, 章学诚思想中的实践是被 “器” 决定的。
因此, 在颜元的理论体系中是实践塑造人性, 而在章学诚的思想中则是实践

顺应进而规范人性。 这就使章学诚思想中实践的革命意义被大大削弱了。
所以, 虽然章学诚的历史哲学承认 “器” 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变迁, 进

而认为 “道” 由历史决定, 但笔者认为, 章学诚没有试图去探究 “器” 的

变迁原因, 只是消极地承认历史的变化带来 “道” 的变迁, 而从未主张通

过 “道” 主动引导历史的变化。 章学诚虽然强调了实践学说, 并极力利用

实践学说为其 “官师合一” 的古文经学立场辩护, 但其历史哲学理论恰恰

是缺乏实践要素的。 他的思想体系中 的 实 践 是 在 不 改 变 既 有 社 会 状 况

(“器”)的前提下发挥作用的,实践是对既有的 “器” 的适应而非改造。 正因

为在探究历史变化时缺乏实践因素, 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只承认历史变化对

“道” 的影响, 而不探究历史变化的原因, 更没有探究人对历史变化的主观能

动作用, 所以章学诚的历史演化理论又有着某种保守的特征。
笔者认为, 章学诚的历史演化理论之所以缺乏实践因素和对历史变化原

因的探究, 与他继承并试图捍卫的古文经学体系是密切相关的。 古文经学否

认孔子和三代文化之间的断裂, 强调孔子的古代文化继承者形象, 这本身就

偏于保守, 倾向于反对历史的剧烈变革。 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争论的不只是

孔子的形象和定位, 其背后的实质是争论双方对一个混乱的时代 (春秋时

期) 是否需要崭新的立法变革看法不同。 古文经学认为仍然需要以三代圣王

的文化传统为依归, 从而否认了孔子的改革家形象。 因此, 古文经学派在面

对新的社会困境时也很可能倾向保守, 而不是主动改造社会。 章学诚的历史

演化理论强调面对新的社会状况应该有新的 “道” 与之适应, 这对传统的

古文经学而言是巨大的进步, 但他的 “道” 仍然是对社会状况的适应而非

改造, 这就仍受制于古文经学的保守传统。 如果章学诚强调对 “器” 的主

动变革实践, 就无法与他的古文经学立场相洽以自圆其说。 因此, 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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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主张就导致章学诚的历史演化理论成为一个缺乏实践的思想体系。
而作为古文经学的对手, 今文经学在章学诚之后再度兴起。 今文经学强

调孔子的变革者形象, 视孔子为春秋时期为后世开太平的立法者。 在今文经

学看来, 孔子不是简单地对周礼和三代文化进行继承, 而是认为周统已不能

复兴, 需要变革失序的社会、 订立新的原则, 而五经正是孔子这位素王为后

世所立的新法。 自然, 今文经学对孔子形象的描绘有神化孔子之嫌。 然而,
今文经学对孔子素王立法者形象的强调体现了对社会创新变革的呼唤, 包含

了对一个崭新社会的描绘和实现它所需的步骤。 因此, 在今文经学的理论中

隐含了对实践的重视, 这正是古文经学不具备的。 由于对古文经学范式的墨

守及其实践思想的不彻底性, 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演化论,
而非历史进步论。 历史进步论的兴起是由清代今文经学派实现的。

三、 清代公羊学与历史进步论的兴起

(一) 公羊学的实践精神

有一种观点认为, 在中国儒学传统中, 章学诚并非第一位具有演化论的

历史哲学倾向的思想家。 早在汉代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学派中, 就发展出了

一种演化论的历史哲学理论。 公羊学派的何休概括出了著名的 “三科九

旨”, 其中的 “三科” 即 “存三统” (或 “通三统”)、 “张三世”、 “异内

外”。 其中, “张三世” 的主张被部分学者认为具有演化论的历史哲学的意

义。 然而, 汉代何休 “张三世” 理论中的衰乱、 升平、 太平 “三世” 的划

分, 表面看上去很接近历史进步论, 但实质上只是一种试图从 “礼乐征伐自

诸侯出”① “南夷与北狄交”② 的混乱局面中谋求华夏国家振衰起敝的策略

步骤。 这样的策略步骤很难谈得上是一种演化论的历史哲学。 而且尤为需要

强调的是, 在汉代公羊学的 “三科九旨” 中, “存三统” 最为重要, “张三

世” 处于从属地位。 “张三世” 只是为实现新的大一统而采取的策略, 而与

“新统” 代替 “旧统” 没有直接关系。 汉代公羊学 “张三世” 的主张尽管有

衰乱、 升平、 太平 “三世” 的划分, 但其着眼点在于周代衰亡之后夷夏关

系的拨乱反正和调适, 并非为了指明 “旧统” 与 “新统” 的关系, 它本身

只是体现了儒家在春秋时期华夏文明衰微的情况下对拨乱反正的一种盼望。
然而, 汉代今文经学毕竟含有一种实践的精神, 尽管这种实践仍然局限

于拨乱反正, 还未涉及 “道” 的改变, 但它主张政治不能因循守旧, 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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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孔子素王的立法者形象, 包含了开创新政治的积极进取精神。 正是这种实

践的精神, 在清代公羊学中得以复兴和光大。 诚如吕思勉指出的:
在前汉之世, 政治家的眼光, 看了天下, 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

的。 后世的政治家, 奉为金科玉律的思想, 所谓 “治天下不如安天下,
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 是这时候的人所没有的。 他们看了社会, 还是

可用人力控制的, 一切不合理的事, 都该用人力去改变, 此即所谓 “拨

乱世, 反之正”。 出来负这个责任的, 当然是贤明的君主和一班贤明的

政治家。①

吕思勉所说的用人力控制社会, 正包含一种实践的精神。 在东汉, 古文

经学取代今文经学成为主流之后, 这种实践的精神就丧失了。 古文经学强调

孔子的三代文明传承者、 保存者的形象, 淡化了孔子的改革者的形象, 这本

身便包含一种因循守旧的倾向。 这种倾向在章学诚的学说中也有体现, 正如

上文所述, 章氏虽然强调 “道” 随历史演变而演化, 但对历史的演化本身

采取一种消极和不干涉的态度。 在清代公羊学的复兴也意味着实践的精神的

复兴。 同时, 汉代公羊学 “张三世” 的主张虽然很难说包含演化论的历史

哲学, 但毕竟为清代公羊学提供了建构其历史哲学所需的外壳。
(二) 气一元论与清代公羊学向进步论的历史哲学的转向

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在东汉时期走向衰微, 但在清代, 随着

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崛起, 春秋公羊学强势复兴。 笔者认为, 虽然汉代的公羊

学家并没有发展出一种进步论的历史哲学, 但在清代公羊学复兴之后, 尤其

在龚自珍和魏源那里, “张三世” 被赋予了全新的进步论的历史哲学的内

涵。 龚、 魏等清代公羊学家采取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 这并不是基于他们

的公羊学理念, 而是气一元论哲学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产生影响的体现。 然

而, 公羊学重实践的根本特征, 使他们的历史演化理论较之章学诚的历史演

化论具备更丰富的实践要素。
魏源和龚自珍都深受气一元论尤其是章学诚 “六经皆史” 的历史演化

论的气一元论的影响。 尽管章学诚持古文经学的立场, 看似与龚自珍、 魏源

的今文经学立场有着根本矛盾, 但在哲学观点上他们显然存在继承关系, 体

现了气一元论思想的发展。
在清代公羊学的复兴与其对儒学实践层面的重视有密切的关系。 钱穆曾

深刻地指出: “常州言学, 既主微言大义, 而通于天道、 人事, 则其归必转而

趋于论政, 否则何治乎春秋? 何贵乎公羊?”② 公羊学派强调孔子的立法者、
改革家形象, 并且认为 《春秋》 代表了一种区别于三代的新政治形态。 这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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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视政治实践的要素, 提供了儒学从心性修养转向政治实践的理论依据。 在

这一点上, 公羊学和颜元的实践哲学有着相像之处。 而颜元的实践学说在晚清

得以发扬光大, 也有赖公羊学派戴望所著 《颜氏学记》 的传播。 魏源转向西

汉今文经学, 其原因也在于今文经学具有经世致用的优势。 魏源强调:
夫西汉经师, 承七十子微言大义。 《易》 则施、 孟、 梁丘皆能以占

变知来,《书》则大、 小夏侯、 欧阳、 倪宽皆能以 《洪范》 匡世主, 《诗》
则申公、 辕固生、 韩婴、 王吉、 韦孟、 匡衡皆以 “三百五篇” 当谏书,
《春秋》 则董仲舒、 隽不疑之决狱, 《礼》 则鲁诸生、 贾谊、 韦玄成之

议制度, 而萧望之等皆以 《孝经》、 《论语》 保傅辅道, 求之东京, 未

或有闻焉。①

正是由于今文经学的重点在于政治实践, 魏源主张摈弃清代汉学的训诂

考据, 以恢复真正的汉学, 即西汉的今文经学。 他对训诂学取向的汉学批

判道:
以训诂音声蔽小学, 以名物器服蔽 《三礼》, 以象数蔽 《易》, 以

鸟兽草木蔽 《诗》, 毕生治经, 无一言益己, 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②

可见以魏源为代表的清代公羊学派对汉学的批判和对经世致用的强调都

与颜元极为相似。 魏源、 龚自珍对实践的强调使他们在今文经学中寻找到了

理论依托, 但和西汉今文经学不同的是, 他们对实践的强调背后有了新的哲

学依据, 即气一元论哲学。 这和汉代公羊学家董仲舒的 “天不变, 道亦不

变”③ 的主张有了很大区别, 而和颜元建构在气一元论上的实践学说相似。
但是, 颜元的实践学说是没有历史维度的, 是以三代为实践范本的, 而今文

经学强调孔子 “以春秋当新王”, 开创出有别于三代的新政治局面, 魏源、
龚自珍承袭了今文经学的创新精神, 因此其观点又与颜元复古的实践学说有

别。 正是今文经学内蕴的开创精神, 使以龚、 魏为代表的清代公羊学派成功

地将实践和历史哲学二者联系起来。
魏源是一位典型的气一元论思想家。 他虽说过 “其不变者道而已”,④

表面上和宋明理学对 “道” 的认识相似, 但魏源的 “道” 从不脱离具体事

物而存在。 他认为, “曷谓道之器? 曰 ‘礼乐’; 曷谓道之断? 曰 ‘兵刑’;
曷为道之资? 曰 ‘食货’。 道形诸事谓之治”。⑤ 可见魏源关注的不是形而上

的 “道”, 而是与具体社会事物密切联系的 “道”, 这与章学诚的 “道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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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的思想是一致的。 同时, 魏源也继承了戴震的重人欲和颜元的重实践思

想, 强调 “道” 是以富强为前提的, 认为 “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 无不富

强之王道”,① 同时指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蕴含着 “道”: “王道至纤

至悉, 井牧、 徭役、 兵赋, 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② 由此可见, 魏源的

“道” 是以 “器” 为前提的, 也正因此, 他反对宋儒脱离具体事物所谈的心

性, 认为其 “动言万物一体, 而民瘼之不求, 吏治之不习……举平日胞与民

物之空谈, 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③

作为气一元论者, 魏源敏锐地发现并重视 “气” 的变化维度。 他明确

指出, “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④ 而且认为三代和后世存在根本区别:
三代以上, 天皆不同今日之天, 地皆不同今日之地, 人皆不同今日

之人, 物皆不同今日之物。⑤

对此, 龚自珍也有类似的观点, 他认为, “天道十年而小变, 百年而大

变”。⑥ 而魏源的 “道” 是和具体的 “器” 密切相关的, 求 “道” 者必须研

究新的情势, 因此在新的情势 (“气”) 下, 必须抛弃旧的礼乐制度。 是以

魏源主张, “古乃有古, 执古以绳今, 是为诬今; 执今以律古, 是为诬古;
诬今不可以为治, 诬古不可以语学”。⑦ 由此可见, 魏源基于气一元论的哲

学观念已经发展出历史演化论的历史哲学。 他强调三代的礼乐有其适用的时

代背景, 也就意味着它在其他时代可能是不合时宜的。 正如丸山松幸指出

的, 魏源的 “道” 可以 “建立在完全地舍弃古代显现的事物的具体性、 实

体性之上”。⑧ 魏源的气一元论的历史理论和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 说的架

构是基本相似的, 但魏源对不可 “执古绳今” 的强调和对 “器” 的重视更

为明显。 正是这种哲学观念, 为魏源经世致用的公羊学架构奠定了基础。
由上可见, 虽然以魏源、 龚自珍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派和章学诚等的

古文经学派有着根本的门派之别, 但龚、 魏在其历史演化理论中都采取了和

章学诚 “六经皆史” 说相近的理路, 体现了气一元论哲学观念的影响。 今

文经学将儒学转向政治变革, 清代中叶, 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庄存与、 刘逢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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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者复兴了春秋公羊学, 但仍未明确地将公羊学与现实政治变革相联系。
龚自珍、 魏源将今文经学从经学讨论拓展到现实层面, 其着眼点在于对现实

政治秩序的探讨, 而气一元论对 “器” 也就是具体社会、 政治事务的重视

正与之契合, 因此气一元论成为龚、 魏的今文经学学说的哲学基础。 而今文

经学对变革与新统的强调, 更促使龚、 魏对气一元论的历史哲学维度进行发

掘, 因此他们的气一元论学说具有强调历史演化的历史哲学维度, 这与章学

诚的 “六经皆史” 说相似。
(三) 实践与 “张三世” 的重新赋义: 龚自珍对历史进步论的开拓

然而, 清代今文学派的历史演化学说有比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 说更

进一步之处。 前文已经指出, 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 说虽然承认历史在不

断演化, 认为礼乐制度要随着 “器” 的演变而进行改革, 但是章学诚未曾

探讨 “器” 变化的原因。 在章学诚看来, “道” 要适应 “器” 而不是主动对

“器” 进行变革, 这和章学诚秉持的古文经学保守立场导致其历史演化论中

缺乏实践的维度有关。 而今文经学恰恰具备极强的开创性。 春秋公羊学强调

“以 《春秋》 当新王”,① 即将 《春秋》 视为孔子开创新政治秩序的法典,
这种新政治秩序区别于夏、 商、 周三代, 系孔子塑造的 “新统”。 在今文经

学中孔子的形象是 “素王”, 他在没有政治权力的前提下为未来设计一种新

的政治秩序, 这种改造旧制度、 塑造现实的精神本身就具备一种开创性。 虽

然在以董仲舒和何休为代表的汉代公羊学中, 这种新秩序被视作文质循环和

振衰起敝的循环过程中的一节, 未能发展出一种 “道义在历史之中” 的历

史哲学, 但这种具备开创性的实践精神正是清代公羊学的核心精神。 本来在

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理论中, “存三统” 的面向很广, 然而正如曾亦指出

的, 在常州今文经学派的代表刘逢禄那里, “存三统” 的核心含义被限定为

“改制”。② 如此, 今文经学的创新性的实践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受这种

精神的影响, 龚自珍、 魏源的历史演化理论和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 说的

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强调实践在历史演化中的作用, 强调人能够主动掌握历

史发展方向, 而非后者认为的人只能顺应历史。 龚自珍的历史哲学在这方面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也正因此, 公羊学的结构发生了改变, 原先居于 “存三

统” 附属地位的 “张三世” 改据首要位置, 并且含义发生质的改变, 成为带

有实践色彩的历史哲学的最佳载体。
龚自珍的实践学说借鉴了荀子的 “化性起伪” 学说。 荀子对人性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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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较为悲观, 但又主张 “化性起伪”, 即通过礼乐实践学习规范人性, 这就

具备了重视实践的特征。 荀子将礼乐同人的本性割裂开来, 固然不像孔子、
孟子主张 “礼” 根植于人性自身, 但这种割裂本身就蕴含了改造进而塑造

人性的可能 (虽然在荀子本人的思想中 “礼” 只起到约束人性而非改造人

性的作用)。 龚自珍相较荀子更进一步, 他反对先验地讨论人性, 因此也反

对用 “善” 和 “恶” 来定义人性, 他认为:
龚氏之言性也, 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 善恶皆后起者。 夫无善

也, 则可以为桀矣; 无不善也, 则可以为尧矣。①

孟子强调性善论, 因此他认为应该着力于心性修养; 荀子强调性恶论,
虽然他主张 “化性起伪”, 但性恶论也导致荀子认为人性难以改造, 因而认

为 “礼” 只能起到约束人性以防止社会失序的作用。 而龚自珍既反对性善

论, 亦反对性恶论, 主张性无善无恶, 他认为, “善非固有, 恶非固有, 仁

义、 廉耻、 诈贼、 很忌非固有”。② 这样就给人的实践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表明了人是由自己的实践塑造的。 这和颜元重视实践的思想也是十分相

似的。
西汉公羊学十分强调 “天命” 学说, 董仲舒在阐发 “存三统” 时强调

改制是为了顺应天命。 他认为 “天人合一”, 政治秩序应归入自然秩序当

中。③ 强调天命必然会减损人类实践在政治秩序中的意义。 龚自珍则对此十

分反对, 他批判董仲舒的 “天人合一” 学说为 “借天象傅古义, 以交相儆

也。 厥意虽美, 不得阑入孔氏家法”,④ 同时批判将自然现象与人类事务一

一对应的学说, 他对 “天命” 发出质疑:
夫天、 寒、 暑、 风、 雨、 露、 雷 等 必 信, 则 天 不 高 矣; 寒、 暑、

风、 雨、 露、 雷必不信, 则天又不高矣。⑤

龚自珍将旧公羊学中的天命学说清除, 将政治秩序完全归结为人类实践

的结果, 称为 “君命”。 他认为 “天命曰流行, 君命曰出内”,⑥ 强调政治和

自然的分隔, 这也就承认了政治发展走向完全是由人的政治实践决定的。 龚

自珍强调,“言伪忠, 禁伪教, 德伪情, 道伪圣, 礼伪自然”,⑦ 这里的 “伪”
正是取自荀子的 “化性起伪”, 即人为之意。 由于龚自珍反对荀子的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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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故而在他的思想中 “伪” 的含义比荀子更为宽广, 他强调人性是由人

自身的实践决定的, 自然也就超越了荀子把 “伪” 只视为对定在的人性的

约束的观点。 在他看来, 荀子的 “伪” 只是 “小伪”, 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政

治实践来实现理想的政治秩序, 即所谓 “天下方安小伪。 小伪不可安, 不如

以大伪明于天下”。①

由此可见, 龚自珍对实践的极度强调是从其气一元论的哲学出发的。 正

是由于气一元论, 龚自珍反对理学的超验人性观, 强调积极实践对人性的决

定作用。 这和颜元强调人性由实践决定的气一元论学说类似, 龚氏和颜元采

取了类似的论证模式, 又和春秋公羊学派主张积极的政治实践相合。 这就充

分说明, 颜元的实践思想之所以在清代中后期被春秋公羊学派重新发扬, 正

是因为二者的理论逻辑具有相似性。 春秋公羊学强调改制、 “新统”, 正为

龚自珍的实践思想提供了合适的理论外衣。 同时, 龚自珍对章学诚的 “六经

皆史” 说有所继承, 并和魏源一样, 出于气一元论, 强调新的形势当有新的

道德规范与政治秩序, 因此龚自珍的实践学说在这一点上超越了拘泥于三代

古礼古制的颜元实践思想。 而春秋公羊学所言 “以春秋当新王” 强调了新

政治秩序与其他儒家门派理想中的三代秩序的不同, 富有政治上的开创性,
正与强调开创性实践思想的龚自珍相合。 这也是龚自珍选择春秋公羊学作为

其开创性的实践思想的理论外衣的原因。
龚自珍虽然选择春秋公羊学作为其理论的外衣, 但其理论的实质是结合

了实践和历史演化理论的气一元论哲学。 因此, 龚自珍为了使公羊学适应其

哲学基础, 必然改变旧公羊学的结构, 如前文已然述及的, 旧公羊学中强调

“天命” 的部分已被龚自珍捐弃。 在汉代公羊学中, “存三统” 是第一要义,
“张三世” 附属于 “存三统”, “三世” 理论虽有历史进步论的外表, 但在汉

代公羊学那里只是从 “旧统” 到 “新统” 的实现大一统目标过程中涉及夷

夏关系的拨乱反正, 因此不具备历史演化理论的内涵。 然而, 这一点在清代

公羊学处发生了转变。 刘逢禄将 “张三世” 提升为三科之首。 不过, 刘逢

禄利用 “张三世” 说明的仍是一种治乱循环的循环历史观, 他强调的是

“乱不可久” “治不可恃”。② 这与汉代何休阐释的 “张三世” 理论相比, 反

而更不具备历史演化的含义, 更为悲观、 消极, 而且与传统儒家的历史观并

无差别。 另外, 虽然刘逢禄将 “张三世” 提为首位, 但 “三科” 仍然并列。
真正将 “张三世” 提升到首要地位的, 正是龚自珍。 基于气一元论, 龚自

珍既强调历史演化, 又强调历史是由实践塑造的。 相较龚自珍借鉴的章学诚

的 “六经皆史” 说, 龚自珍本人的历史演化理论更为积极, 认为历史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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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身的实践改造, 因而倾向于一种进步论的历史理论。 汉代公羊学的 “张

三世” 理论含有从衰乱、 升平到太平的分阶段进步论的外观, 因而可被龚自

珍的带有实践色彩的历史演化论用作理论外壳。 因此, “张三世” 的含义在

龚自珍这里第一次具备了历史进步论的色彩, 局限于夷夏关系的汉代 “张三

世” 理论的含义由此被大大拓展了。
在汉代公羊学的 “张三世” 学说中, “三世” 内容关涉的是夷夏关系的

变革方向, 其范围不过是 《春秋》 涵盖的 242 年, 因此不是关涉整个人类历

史的历史哲学。 龚自珍则将 “三世” 的范围拓展到整个人类历史, 认为人

类历史可以划分为 “三世”。 他在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 中述及:
问: 《礼运》 之文, 以上古为据乱而作, 以中古为升平, 若 《春

秋》 之当兴王, 首尾才二百四十年, 何以具三世? 答: 通古今可以为三

世, 《春秋》 首尾, 亦为三世。 大桡作甲子, 一日亦用之, 一岁亦用

之, 一章一蔀亦用之。①

龚自珍之所以将 “张三世” 理论发展到包括整个人类历史, 正是因为他

要用 “张三世” 的外壳建立一套历史哲学, 故而必须对其适用范围进行改造。
同时, 在汉代公羊学中占据首要地位的 “存三统” 在龚自珍的理论中则不再

重要, 龚自珍将 “存三统” 置于 “张三世” 的最后阶段———太平世中。 如此,
与汉代公羊学中的逻辑结构大为不同, “存三统” 不仅成为 “张三世” 的附属

品, 而且仅被用于解释太平世。 他在 《五经大义终始论》 中认为:
求之 《春秋》, 则是存三统、 内夷狄、 讥二名之世欤? 三统已存,

四夷已进, 讥仅二名, 大瑞将致, 则和乐可兴, 而太平之祭作也。②

前文指出, 龚自珍一方面继承了章学诚 “六经皆史” 的历史演化观,
另一方面强调实践塑造历史, 故而他更倾向于主张人类应积极有为的进步论

历史观。 历史的进步由人的主动实践成就, 而实践需要按照一定的步骤进

行。 西汉公羊学中的 “张三世” 虽局限于夷夏关系, 但其本身含有按部就

班、 依次进行之义, 强调凡事不可一蹴而就。 “张三世” 中的衰乱、 升平、
太平 “三世” 划分正好为龚自珍的历史理论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模板。 龚自

珍赋予 “三世” 的含义自然也不局限于夷夏关系, “三世” 被用来陈述他的

历史演化论的实践步骤。 他在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 中述及:
问: 三世之法谁法也? 答: 三世、 非徒 《春秋》 法也。 《洪范》 八

政配三世, 八政又各有三世。 愿问八政配三世? 曰: 食货者, 据乱而

作。 祀也, 司徒、 司寇、 司空也, 治升平之事。 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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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法, 箕子之法也。①

由此可见, 龚自珍认为, 在 “三世” 中, 政治实践的轻重缓急有所不同。
在衰乱世, 需要注重 “食货”, 也就是经济民生; 在升平世, 需要注重礼乐教

化 (“祀”) 和治安司法 (“司徒、 司空、 司寇”); 在太平世, 需要注重国防

和外交, 也就是 “宾师”。 正如黄开国指出的, 龚自珍的 “三世” 说是以经济

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论。② 龚自珍强调经济是制度和道德的基础, 这正是气一

元论哲学的体现。 而 “大伪明于天下” 的实践, 是次第实现从经济到制度和

道德进步的手段。 借助公羊学的 “三世” 说, 龚自珍实现了对章学诚 “六经

皆史” 说的超越。 今文经学的代表龚自珍和古文经学的代表章学诚都承认某

种历史演化理论, 但在章学诚的历史演化论中, 历史演化是无规律可循的, 章

学诚也没有建立历史演化与人类实践之间的关系, 而只强调根据历史形势采取

合适的礼制。 龚自珍的历史演化论则认为历史演化由人的实践决定, 因此可以

寻求历史的进步, 但历史的进步不是必然的, 而取决于人类实践的导向。 因

此, 世人可以构想理想的人类社会, 并制定实现它的步骤, 这个理想社会在龚

自珍的公羊学话语中就是太平世。 龚自珍这种面向实践的历史进步论, 是近代

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论的重要思想源头。
龚自珍对康有为的影响, 首先体现在二人的公羊学思想对 “张三世”

首要地位的强调, 以及二人对 “张三世” 的阐释中相近的历史进步论含义。
其次, 龚自珍首次将 “张三世” 中的太平世同 《礼运》 中的大同社会联系

起来, 而康有为将 《礼运》 中的大同社会视为三世进化的结果, 也体现出

龚自珍的影响。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强调, 包括康有为在内的晚清思想家

深受龚自珍思想的影响: “吾见并世诸贤, 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 彼

最初率崇拜定庵。 当其始读 《定庵集》, 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③

由此可见, 气一元论包含的人的情感欲望、 实践、 历史主义这三个维度,
在龚自珍以公羊学为外衣的历史演化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自然, 龚自珍

未曾充分接触新兴资本主义下的工业社会, 他对太平世的构想仍然缺乏想象

力、 仍然是传统的, 但他将自王夫之以来的气一元论哲学充分发展, 并以重实

践的公羊学为其外衣。 一方面, “气一元论” 中的 “气” 强调社会存在是首要

的, 一切社会规范都以 “气” 为依归, 不存在超验的 “理”, 而 “气” 在不

同的历史阶段会发生演化。 这就意味着儒家旧有的 “礼” 的规范和种种人伦、
政治教条都是具有历史性的, 在新的形势下可能不再适用, 这进而为社会主义

思想的勃兴扫除了障碍。 另一方面, 重实践意味着强调 “气” (“器”)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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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诤校: 《龚自珍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46 页。
参见黄开国: 《公羊学发展史》,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5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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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的主动实践改变, 持气一元论的晚清思想家 (如谭嗣同、 刘师培和康有

为) 在面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时, 并不认为必须以工业社会这一新的

“器” 为依归, 而是主张在把握这一新的 “器” 的发展形势的基础上, 通过实

践对之进行改造, 以实现理想的人性。 这也是他们构建其理想社会的基础, 而

龚自珍的历史理论正为此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四、 结语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历史进步论作为晚清时期的重要思潮并不完全是

西方的舶来品。 在清代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中, 气一元论儒家学者着力于批判

理学中超验存在的 “理”, 强调 “道” 蕴于具体事物之中, 而具体事物又处于

不断的变化之中。 以具体事物为出发点的 “道” 因此也就具有变化的可能性,
演化论的历史哲学由此诞生, 为 “道义在历史中” 的历史演化论提供了理据。

正是在此逻辑下, 以章学诚、 魏源、 龚自珍为代表的清代气一元论儒家

学者的思想都具备了历史演化的维度。 然而, 他们各自的思想存在今古文经

学倾向的不同, 导致了他们的历史哲学思想的差异。 古文经学缺少实践的动

力, 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停留在演化论而非进步论; 今文经学强调实践的重要

性, 在其代表龚自珍那里, 形成了主张通过实践主动掌握历史发展方向的历

史进步论。 后者为晚清康有为等提出历史进步论和大同思想奠定了基础。
中国近代的思想转型与中华民族抵御西方侵略和接纳西方思想的过程同

步, 因此在世人的传统印象中, 历史进步论等中国近代思潮完全是受西方思

想影响而产生的。 然而, 不应忽视的是, 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学术训练和思想

基底无不来自中国传统。 西方思想流派纷繁复杂,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思

想的引入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性的吸纳, 而这种选择的依据和中国传统思想密

不可分。 从另一个角度看, 中国儒家思想传统本身并不是僵化、 静止的, 从

先秦到明清, 它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流变。 因此, 考察中国近代思潮, 应该将

之纳入中国思想史长时段演化的宏观视野中。 笔者在本文中对历史演化论的

传统资源的考察, 正是从一个侧面对上述方法的尝试。 正如青年鲁迅所言: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① 时至今日, 在探究

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 我们仍能深刻感受到中国思想传统盈科后进、
涤故更新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 李润东 　 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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